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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对慈善组织的认知
———基于与政府、企业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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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目前民众对慈善组织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学
界也还缺少对慈善组织认知的相关研究。 利用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的比较研

究发现，我国居民对慈善组织和政府、企业的区别有着基本的认知，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并不能对其进行明确区

分；对影响慈善组织认知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普遍信任和媒体认知对人们的慈善组织认知有着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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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后半期全球范围的“结社革命”，可以称得上是与 １９ 世纪后半期民族—国家的崛起相媲美的重

大社会现象［１］，不仅仅是美国、西欧这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这场运动中，包括拉丁美洲、非洲在内的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深受其影响。 自 １９７０ 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舞台后，中国也出现了

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状况［２］。 尽管中国有乐善好施的传统观念和宗族义庄等慈善组织形式，但是与传统慈

善不同，现代慈善更多地关注公民的普遍参与和有组织的社会行为，而不仅仅是富人的捐赠和个体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社会组织重要组成部分的慈善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是相对晚近的事情。 在世界各国都

致力于建设理想社会的目标时，建设现代慈善社会无疑成为各国一致追求的目标。 现代慈善社会是以公民

以及由公民自治和独立的各类社会组织为主角，以公民精神为行事准则的社会［３］２９５。 然而，由于公民慈善的

观念尚未得到我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普遍认可，因此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慈善事业在我国的发展。 ２０１１
年，民政部颁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其主要目标包含慈善文化的全面普及、慈善

理念的广泛传播、慈善组织的稳步发展等内容，这意味着政府开始积极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伴随着慈善的现代转型，个人慈善终趋于式微，而组织化、专业化、透明化的慈善组织逐渐成为慈善事业

的主体力量，“慈善事业需要以慈善组织为实践载体和依托，慈善组织也是慈善事业得以发展的组织机制上

的保障” ［４］。 慈善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培育，需要居民的普遍参与和广泛支持，而居民对慈善组

织的正确认知是其参与慈善事业、支持慈善组织发展的前提。 政府和企业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组织单位，而慈

善组织的发展则是近些年的事情。 由于我国早期的慈善组织（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具有准政府组织

的特性，一些企业家以个人名义成立的基金会（如邵逸夫基金会）又往往使人联想到其背后的企业背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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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从比较的视角来了解我国居民对慈善组织的认知，不但可以掌握居民的慈善认知状况，还可以为相关部

门提升居民的慈善认知提供相应的对策基础，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升居民的慈善意识，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

展。
学术界对我国慈善组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居民的慈善组织认知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从研究现状来看，

目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尚未搜索到与慈善组织认知相关的论文，仅有几篇关于慈善认知的论文。 如：２００９
年，刘晟从税收改革对居民慈善认知的影响对长沙市 １２ 家企事业、学校、政府机关部门进行了调查访谈及分

析研究，认为以慈善捐赠为内容的企业税收优惠改革政策对居民慈善意愿和行为选择都有显著影响［５］；２０１０
年，张进美、刘武通过对辽宁省 １４ 市 ７８７ 位城市居民慈善行为内容和作用的认知调查，分析了慈善认知对居

民具体慈善行为的影响，进而有针对性提出提高居民慈善认知水平的对策建议［６］；２０１１ 年，武菊芳、李文廷

利用对石家庄市居民 ３７２ 份问卷调查的分析发现，９２％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应

该大力发展慈善事业，８７．２％的被调查者认为慈善能够促进社会公平、体现社会正义、有利于社会和谐［７］；
２０１３ 年，童晓莉通过公众对公益慈善机构、公益慈善活动、社会捐赠态度的测量和分析，发现公众对慈善机

构的认知度偏低、对希望工程的认知度较高、对慈善捐赠有着较好的认知［８］；２０１４ 年，石国亮通过对居民知

晓慈善组织的数目和慈善组织的效能感认知的测量，发现居民对慈善社会效能感的评价好于对慈善个人效

能感的评价［９］。 尽管有论文在提到慈善组织公信力时提到了慈善组织的认知度低［１０］［１１］，但是缺乏系统的

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支持。 总体来看，尚没有以慈善组织认知为专题的论著发表。 本文拟利用一项全国性抽

样调查的数据，从居民对慈善组织与政府、慈善组织与企业的认知比较分析，来探析人们对慈善组织的认知

状况，并进而探析影响人们对慈善组织认知的相关因素。
一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国外研究曾一度认为，老年人因为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和较好的财富积累，往往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１２］；
但也有研究发现，当年龄达到 ６５ 岁及以上之后，人们参与慈善的积极性会降低［１３］。 综合国外的研究和我国

的实际情况，考虑到我国居民的慈善捐赠能力和慈善认知水平，本研究主要调查的是我国就业年龄段的人

群。 ２０１２ 年夏秋两季，笔者领导的课题组通过严格的抽样方案设计，在全国选取了北京、南京、西安、武汉和

深圳 ５ 个城市作为调查地点，进行“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体系与评价模型研究”的调查，每个调查点以就业

年龄段的人群为主要调查对象，各发放 ６００ 份问卷，累计回收有效问卷 ２７０７ 份。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即来自

于此次调查所获取的有效样本的数据。
（二）变量测量

借鉴组织管理学的相关知识，对慈善组织与政府、慈善组织与企业的比较，课题组选取了组织目标、服务

对象、组织成员、年度报告的可靠性和社会绩效等方面的内容来测量。
组织是人们实现目标的工具，慈善组织的发展也离不开明确的组织目标指引。 德鲁克曾指出，成功的社

会组织会优先考虑自身的使命和需要，因为自身的使命和需要能够使组织机构集中力量采取行动，社会组织

往往会为确立自己组织机构的使命而殚精竭虑，并且会努力去实现那些自己的职员和志愿者都明确的、具有

实践意义的目标［１４］８７－８８。 因此，调查首先从组织目标上询问了被调查者对慈善组织的工作目标和政府的工

作目标、企业的工作目标的认知。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慈善组织是非营利组织，因此，调查还从非营利性

的角度询问了慈善组织与企业的差异。
每个组织都是面向特定的群体提供服务的，广义上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服务，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

是社会弱势群体［１５］２１７。 因此，调查从服务对象上考察了人们对慈善组织与政府服务对象的认知。
组织是由人构成的，组织目标是由其成员共同实现的。 组织成员的工作态度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组织的

评价。 调查中询问了人们对慈善组织工作人员比政府工作人员更有耐心、慈善组织工作人员比企业员工更

有爱心的认同，以此来判定人们对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认知。
组织的发展还与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密不可分，管理学家针对企业的管理最先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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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１６］，之后这一理论又被推广到对其他组织行为的分析。 慈善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捐赠者、受益人、慈
善组织管理者、政府、媒体、社会大众等［１７］。 基于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考虑，慈善组织有责任向社会发布年

度公报。 事实上，中国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也做出了积极努力，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每年都向社会发布慈善透明报

告。 因此，调查询问了居民对慈善组织的年度报告与政府的统计报告、企业的年度报告的真实性的比较认

知。
纳税人对于政府、股东对于企业和捐助人对于慈善组织有着相类似的作用，调查中分别询问了人们对他

们的区别的认同。
组织绩效是人们衡量组织作用效果的标准，无论是市场组织还是非市场组织都有其绩效考核方式，但是

非市场组织特别缺乏清晰的产出标准［１８］３３９。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慈善组织运行的社会

意义的考察来判断人们对其社会绩效的认定。
（三）研究假设

就可能影响人们对慈善组织认知的因素而言，本文提出以下 ２ 个假设。
假设 １：普遍信任越高的人对慈善组织的认知越好。
建立在信仰共同体基础上的普遍信任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不仅蕴涵了广大而且明确的经济价值［１９］１６，

而且有利于促进人们的社会参与。 帕特南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信任他人的人

参加志愿活动较多、慈善捐款较多、对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更为频繁［２０］１５１。 因此，推论出那些普遍信任水

平高的人，可能会因为更多地参与慈善活动而对慈善组织的认知更好。
对普遍信任的测量，国内研究者一般采用询问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来实现。 本研究不仅考察了人

们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和人们对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信任危机的判断情况，还设置了具体的情境来

询问被调查者的认可情况，问卷设计中将这些情境设置为不同的陈述，由被调查者选择对这些陈述是“非常

不赞同”、“比较不赞同”、“一般”、“比较赞同”还是“非常赞同”。 具体陈述包括：“亲人朋友之间借款不需要

立字据”、“看到老人跌倒应该去扶”、“大众传媒上的大多数新闻是真实客观的”、“大多数人的文凭是真实

的”、“从自动取款机取钱后不会再数一遍”。 通过信度分析发现，这一组题目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 ７４１６，说明题目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可以进行加总计算。 因此，取加总求平均的值为普遍信任的取值。
假设 ２：媒体认知越好的人对慈善组织的认知越好。
媒体是人们认知社会生活的主要途径，个人对新事物的认知深受媒体影响。 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媒体

是影响人们决策的重要因素，企业会因为考虑到媒体对自己声誉的建构而采取相应措施［２１］。 学者对器官捐

赠的研究也发现，人们认为从媒体获得的关于器官捐赠的信息最重要［２２］。 无论对于组织行为还是个体行

为，媒体都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 因此，推论对媒体认知好的人，对慈善组织的认知应该更好。
对媒体认知的测量，本研究考虑到了与慈善组织的关系，设置了 ６ 个具体的情境，由被调查者从“非常

不赞同”、“比较不赞同”、“一般”、“比较赞同”、“非常赞同”中选择一个自己认可的程度。 这 ６ 个情境依次

为：“大众传媒是我了解慈善组织的主要途径”、“媒体是监督慈善组织运行的良好工具”、“当前媒体关于慈

善组织的报道大多数是真实的”、“当前媒体关于慈善组织的报道大多数是正面的”、“媒体披露的新闻符合

我对慈善组织的一贯印象”、“媒体的正面报道使我更加信任慈善组织”。 对 ６ 个题项进行信度分析，得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７８４９，说明题项之间的一致性较高，因此取其加总求平均的值为媒体认知的取值。
（四）模型选择

对于影响居民慈善组织认知的因素的探索，本研究将采用多元回归模型：
ｙ ＝ ａ ＋ ｂ１ｘ１ ＋ ｂ３ｘ２ ＋ ｂ３ｘ３ ＋ ｂ４ｘ４ ＋ … ＋ ｂｋｘｋ ＋ ｅ。
其中，ａ 表示截距，ｂ１，ｂ２，……ｂｋ 表示偏回归系数，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ｂ１，ｂ２，……ｂｋ 所对应的 Ｘ

每变化一个单位引起的 Ｙ 的变化量，ｅ 表示误差项。 除了将普遍信任和媒体认知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外，还
考虑将个人属性变量纳入为控制变量。

二　 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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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慈善组织与政府的比较

从工作目标来看，超过 １ ／ ３ 的被调查者认同慈善组织的工作目标比政府的工作目标更明确，不赞同的比

例为 １ ／ ４。
从服务对象来看，超过一半的人认同“和政府相比，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仅有一成的

被调查者不赞同这种观点。 事实上，政府也负有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的职责，只是政府的服务对象不局限于

弱势群体而是全体公民，而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则不然。 从慈善组织的使命来看，慈善组织在早期的发展过

程中，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但是，随着慈善组织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也应

该超越弱势群体。
从人们对工作人员的耐心程度的评价来看，超过四成的被调查者认同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比政府公务

员更有耐心，不赞同这种观点的仅占不足两成的比例。
政府每年都会发布各种各样的统计报告、统计公报、统计数据，慈善组织也会发布年度报告。 人们对两

者谁更可信的认同度几乎是一样的。 接近三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慈善组织的年度报告更真实，超过 １ ／ ４ 的被

调查者不认同这种观点，赞同和不赞同的比例呈现出分庭抗礼之势。
政府有依法收税的权力，公民依法纳税而享有知情权。 如果慈善组织的善款来自于捐赠人，那么慈善组

织就有责任向捐赠人及时反馈善款使用情况。 超过 １ ／ ３ 的被调查者认可“与政府向纳税人公布的信息相

比，慈善组织向捐赠人反馈的信息更为充分”，二成的被调查者不赞同这一观点。
从活动的社会意义来看，超过四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慈善组织的活动比政府的活动更有社会意义，不赞同

这种观点的被调查者占到两成，这意味着人们更加赞同慈善组织的活动具有社会意义。
表 １． 慈善组织与政府的比较

非常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 一般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和政府相比，慈善组织的工作目标更明确 ５．０１％ ２１．２７％ ４０．０１％ ２８．３６％ ５．３５％
和政府相比，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 ３．６８％ １０．３４％ ３１．９１％ ４３．４７％ １０．６０％
和公务员相比，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更有耐心 ３．５３％ １３．５６％ ３８．０７％ ３６．８９％ ７．９５％
和政府的统计报告相比，慈善组织的年度报告更真实 ５．１７％ ２０．９６％ ４４．６５％ ２４．２８％ ４．９４％
与政府向纳税人公布的信息相比，慈善组织向捐助人公
布的信息更充分

５．４２％ １６．０７％ ４３．０４％ ２９．２０％ ６．２７％

和政府相比，慈善组织的活动更有社会意义 ４．４２％ １６．９３％ ３６．７６％ ３４．７２％ ７．１７％

　 　 （二）慈善组织和企业的比较

超过四成的被调查者认同慈善组织和企业一样拥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而仅有 １７％的被调查者不认同这

种观点。
慈善组织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非营利性，而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营利。 调查发现，赞同这种观点的被调查

者接近一半，不赞同的人接近 １７％。 这说明居民中有一半左右的人相信慈善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企业员工和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谁更有爱心方面，四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更有爱

心，１７％的被调查者不赞同这种观点。
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每年都会发布年度公报，慈善组织每年也要发布年度公报。 三成的被调查者赞

同慈善组织的年度公报更真实，二成的被调查者不赞同这一观点。
股份制公司的股东可以每年获得与其股份相匹配的分红，慈善组织的捐赠人不可能从慈善组织得到经

济利益的“分红”。 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同“和公司的股东相比，慈善组织的捐助人得到的回报有限”，仅
有 １４％的被调查者不认同这种观点。 西方的研究发现，税收的减免是刺激人们积极捐赠的重要因素［２３］。 实

际上，我国已颁布和实施了公益慈善捐赠免税的相关法律，这意味着居民进行慈善捐赠后可以获得相应的税

收减免。 有研究还发现，慈善捐赠后，人们获得的“给予的快乐”及其带来的心理满足比物质奖励更有价

值［２４］。 也就是说，捐赠人所收获的非物质激励，也是其获得回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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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也有其社会责任［２５］，但是总体而言，企业是以营利为主的组织。 慈善组织则不同，它以非营利性为

主要特征，因此它的活动理应有更强的社会意义。 从调查数据来看，被调查者中一半人认可“和企业相比，
慈善组织的项目更有社会意义”，不赞同这种观点的比例仅为 １３％。

表 ２．慈善组织与企业的比较

非常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 一般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和企业相比，慈善组织也拥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４．０５％ １３．００％ ４０．３１％ ３６．１８％ ６．４６％
和企业相比，慈善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 ４．０９％ １２．６１％ ３３．８４％ ３７．９３％ １１．５３％
和企业的员工相比，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更具有爱心 ４．４６％ １２．６９％ ４０．２９％ ３４．２６％ ８．３０％
和企业的对外公报相比，慈善组织的年度报告更真实 ５．８５％ １６．８３％ ４７．００％ ２４．５５％ ５．７７％
和公司的股东相比，慈善组织的捐助人得到的回报有限 ４．３１％ ９．７１％ ３８．６４％ ３７．６０％ ９．７４％
和企业相比，慈善组织的项目更有社会意义 ２．９９％ ９．９２％ ３６．４２％ ３８．８０％ １１．８７％

　 　 三　 影响慈善组织认知的因素分析

为了探索影响人们对慈善组织认知的因素，本文将慈善组织与政府比较的 ６ 个题项和慈善组织与企业

比较的 ６ 个题项纳入到因子分析中，并首先进行因子分析的判定。 结果得到 ＫＭＯ 值为 ０􀆰 ９２１，远大于 ０􀆰 ７
的标准值；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的 ｐ 值接近 ０，因此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经过旋转后得到 ２
个因子，对第一个因子贡献比较大的为与政府比较的 ６ 个题项，对第二个因子贡献较大的为与企业比较的 ６
个题项。 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３１．３４％，第二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２９．０２％，分别取这两个值

作为权重进行加权运算，得到人们对慈善组织的认知得分。 运算后得到一个最小值为－１．４５，最大值为 １．１２，
均值为 ０ 的变量。 为了便于进行回归分析，将每个计算值减去最小值后除以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然后乘以

１００，将其标准化为最小值为 ０、最大值为 １００ 的变量。
本文采用社会学、行政管理学中常用的嵌套模型的研究方法（见表 ３）。 在模型 １ 中，首先纳入个人属性

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纳入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项、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收入的对数和工作性质等变量。 表 ３ 显示，模型 １ 的决定系数仅为 ３．６％，其中性别、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收
入和工作性质影响到人们的慈善组织认知，女性比男性的慈善组织认知更好，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

仰的人对慈善组织的认知更好，未婚的人比已婚的人对慈善组织认知更好，收入越高的人对慈善组织认知越

差，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比在体制外工作的人对慈善组织认知更好。
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纳入普遍信任这一自变量，模型的解释力从 ３．６％上升到 １４．３％，说明纳入普

遍信任这一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大大提升了。 在控制其他所有变量的情况下，普遍信任对慈善组织认知的

影响是正向的，即普遍信任越高的人，对慈善组织认知越好，这验证了假设 １。
从模型 ２ 中观察个人属性变量的影响效果可以发现，性别、文化程度、收入、工作性质显著影响到人们的

慈善组织认知。 与模型 １ 相比，宗教信仰的作用消失了。 观察模型发现，女性比男性的慈善组织认知更好，
大专文化程度的人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慈善组织认知更好，本科文化程度的人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

度的人慈善组织认知更好，但是文化程度为研究生的人的慈善组织认知与初中及以下的人的慈善组织认知

并没有显著差异，未婚的人比已婚的人慈善组织认知更好，收入越高的人慈善组织认知越差，在体制内工作

的人比在体制外工作的人的慈善组织认知更好。
模型 ３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纳入了媒体认知这一自变量，模型的解释力从 １４．３％上升到 ２４．３％，模型的解

释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同时观察媒体认知的影响效果是显著的。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媒体认知与慈善

组织认知呈正向相关，即媒体认知越好的人慈善组织认知越好，从而验证了假设 ２。
从模型 ３ 来看，两个自变量普遍信任和媒体认知的作用都呈显著正相关。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普

遍信任程度每提升 １ 个单位，对慈善组织的认知就提升 ６ 个单位；媒体认知每提升 １ 个单位，对慈善组织的

认知就提升 ９．１ 个单位。
观察个人属性变量在模型 ３ 中的作用发现，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的影响显著，但是工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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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不再显著。 在性别方面，女性比男性的慈善组织认知高 ２．７９ 个单位；大专文化的人比初中及以下文

化的人的慈善组织认知高 ２．６６ 个单位，但是其他文化程度的人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没有表现出显著

差异；未婚的人比已婚的人的慈善组织认知高 ２．７ 个单位；收入的对数每增加 １ 个单位，慈善组织认知降低

１．０７ 个单位。
表 ３．慈善组织认知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是否女性 ２．８３１∗∗∗（０．６９） ２．７２０∗∗∗（０．６５） ２．７８９∗∗∗（０．６１）

年龄 －０．１８１（０．２２） －０．２８５（０．２１） －０．２７５（０．２０）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３２８（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７６（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５３（０．００２３）
是否汉族 １．７５９（１．６３） １．９０４（１．５４） １．６９４（１．４５）
是否党员 ０．９０７（０．８６） ０．３９１（０．８１） ０．１１（０．７６）

有无宗教信仰 １．９４８∗∗（０．９２） ０．８７８（０．８７） １．２１９（０．８２）
文化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１．１１１（１．３７） １．８９６（１．２９） １．３２４（１．２２）
大专 １．１４５（１．４６） ２．８５０∗∗（１．３８） ２．６６４∗∗（１．３０）
本科 １．０７２（１．４３） ２．６９３∗∗（１．３６） １．７２１（１．２８）

研究生 ０．５８８（１．６３） ２．４１５（１．５４） １．９１８（１．４５）
是否未婚 ４．１２５∗∗∗（１．０３） ４．２３３∗∗∗（０．９７） ２．７０５∗∗∗（０．９２）

收入的对数 －１．５１９∗∗∗（０．３７） －１．５０９∗∗∗（０．３５） －１．０６７∗∗∗（０．３３）
是否在体制内工作 ２．２１７∗∗（０．８８） ２．４１２∗∗∗（０．８３） １．２８３（０．７８）

普遍信任 ８．３２９∗∗∗（０．４９） ６．００１∗∗∗（０．４８）
媒体认知 ９．１０１∗∗∗（０．５２）
常数项 ６２．１７∗∗∗（４．２７） ３９．８４∗∗∗（４．２４） １４．１０∗∗∗（４．２５）
观测值 ２，３２２ ２，３２２ ２，３２２

决定系数 ０．０３６ ０．１４３ ０．２４３

　 　 　 　 备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四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数据的分析，从比较的视角呈现了人们对慈善组织与政府、慈善组织

与企业的认知，进而展现了当下我国居民对慈善组织的认知现状，并且对影响人们的慈善组织认知的因素进

行了回归分析。 从数据分析来看，人们对慈善组织与政府、慈善组织与企业的差异的认知并不理想，很大一

部分居民对他们的区分认知模糊。 回归分析发现，与预期相同，普遍信任和媒体认知会影响到人们的慈善组

织认知。
人们的慈善组织认知会显著影响到人们向慈善组织的捐赠。 调查中有 ８０．５７％的人曾经向慈善组织进

行过捐赠。 通过 Ｔ 检验发现，有过向慈善组织捐助的被调查者的慈善组织认知平均得分为 ５７．５３，而没有向

慈善组织捐助的被调查者的慈善组织认知平均得分为 ５１．６８ 分，两者相差显著（ ｔ ＝ ７．１４，ｐ≈０．００）。 这说明，
慈善组织认知会显著影响到人们的捐赠行为。 因此，必须通过提升人们对慈善组织的认知，来促进人们的慈

善捐赠行为，从而推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提高人们的慈善组织认知，应该着重从影响慈善组织认知的主要因素努力。 一是提升全社会的普遍信

任水平和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使人们之间相互信任，通过增进团结与合作，来促进人们更多的关注慈善组织、
关注慈善；二是通过多样化的媒体报道和宣传，促进人们更多更好的了解慈善、认知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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